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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如何打破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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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者−接受者互动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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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作场所中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现象非常普遍, 已成为领导者每天必须面对的管理挑战。以往的宣泄文献

主要基于宣泄者或者接受者的单一视角, 探讨员工向领导者宣泄对领导者以及员工自身的影响。基于认知新联想

理论和人际情绪管理相关文献, 本文解释了向领导者宣泄为何会出现自我延续效应: 即员工当日向领导者宣泄会

引起员工当日愤怒情绪, 进而导致他们次日继续向领导者宣泄。同时, 采用宣泄者−接受者互动视角, 本文探讨了

领导者在接受到员工宣泄后通过何种人际情绪管理策略才能有效打破这一自我延续效应。本文聚焦下属(宣泄者)

与领导者(接受者)的日常成对互动过程, 采用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基于时间间隔的经验取样法收集数据。来自 60 位

领导者及其 119 位下属的 1032 个匹配样本点的数据结果显示: 在个体内层次, 员工当日向领导者宣泄会增强其当

日愤怒情绪, 进而促使他们次日继续向领导者宣泄, 产生自我延续效应。当领导者在员工宣泄后采取境遇改善的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时, 自我延续效应将被打破, 而领导者采取注意力转移以及情绪抑制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则无效。 

关键词  宣泄, 愤怒情绪, 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自我延续效应 

分类号  B849: C933 

1  前言 

宣泄, 员工在工作场所向他人表达自己针对某

人 或 者 某 事 的 消 极 情 绪 或 负 面 感 受 的 行 为 ( 即 , 

“venting refers to an emotion-focused coping strategy 

where individuals discharge their negative feelings by 

expressing them to others”; Rosen et al., 2021, 

p. 176), 普遍存在于当今的中国职场中(刘德鹏 等, 

2024)。传统的宣泄理论主张所谓的“宣泄神话”, 即

宣泄可以帮助人们发泄不满并缓解负面情绪, 最终

宣泄会自我消减(Breuer & Freud, 1957; Parlamis, 

2012)。这一主张对实践和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在实践层面, 很多组织投入大量资源, 将鼓

励员工宣泄(包括向领导者)作为缓解员工压力的管

理工具(詹鋆 等, 2020)。宣泄的接受者既可以是同

事, 也可以是领导者(Brown et al., 2005), 而近期的

学术研究关注点逐步从向同事宣泄转到向领导宣

泄上来。和向同事宣泄不同, 员工向领导者宣泄往

往期望获得实质性的问题解决, 这源于领导者所具

有 的 职 责 权 限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刘 德 鹏  等 , 

2024)。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宣泄接受方(领导)

的影响, 例如员工向领导者宣泄会给领导带来多种

类型的负面影响, 产生一般(Rosen et al., 2021)和特

定的(Gabriel et al., 2025)负面情绪, 导致自我耗竭

(刘德鹏  等 , 2024), 并最终做出破坏性领导行为

(刘德鹏 等, 2024; Rosen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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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相信宣泄能够释放内心压力、减轻

情绪困扰, 但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系统地对员工向领

导者宣泄对于员工自身的影响进行探究, 特别是考

虑到领导者作为组织中具有权力和资源的重要人

员, 对领导者的宣泄影响更值得本文深入探讨。同

时, 一些和“宣泄神话”相悖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更

让我们开始思考宣泄是否能带来预想的效果。例如, 

Watkins (2008)关于重复性负面思维的研究表明 , 

重复地关注个体的苦恼症状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和情绪困扰。这一发现暗示宣泄行为有可能产生负

面循环。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案例。例如, 

北京市某公司的一个员工在对领导宣泄后, 不仅没

有获得情绪缓解, 反而出现了情绪恶化和行为升级

的情况1。这类案例虽然零散但具有启发性, 提示我

们向领导者宣泄不一定总是会如“宣泄神话”预测

的那样产生自我消减效应, 还可能会呈现自我延续

效应。验证并解释向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续效应不

仅会帮助人们认识向领导者宣泄对宣泄者自身影

响的“硬币另一面”, 还能够加深人们对向领导者宣

泄可能的负面影响的认识, 同时也有助于企业重新

审视使用宣泄作为管理工具的合理性。 

遗憾的是, 现有文献对向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

续现象并未充分关注。因此, 本研究提出第一个核

心问题: 员工向领导者宣泄是否以及为何会产生自

我延续效应？更进一步, 领导者在组织中有着特殊

角色, 他们既有能力也有责任协助员工解决问题。

而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的重要期望之一正是得到领

导者的帮助 , 这就引发了本文的第二个核心问题: 

面对员工的宣泄, 领导者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打破

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续效应？由于现有研

究将领导者视为宣泄的被动接受者 (刘德鹏  等 , 

2024; Rosen et al., 2021), 而忽视了他们在与员工

互动过程中主动实施人际影响的可能性。因此, 现

有文献尚不能回答这一研究问题。 

鉴于此, 本文采用宣泄者(员工)−接受者(领导

者 ) 互 动 视 角 , 结 合 认 知 新 联 想 理 论 (Berkowitz, 

2012)和人际 情绪管理相关文献 (Williams, 2007), 

回答了上述两个重要研究问题。第一, 通过引入认

知新联想理论, 本文揭示了向领导者宣泄自我延续

效应的内在心理机制: 即员工在某一工作日中向领

导者宣泄, 会增强该员工的愤怒情绪, 从而促使其

在下一个工作日中继续向领导者宣泄。第二, 通过

                                                           
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385116157725043&wfr= spider& 
for=pc.  

结合人际情绪管理文献, 采用宣泄者−接受者互动

视角, 本文提出领导者可以通过实施恰当的人际情

绪管理策略来打破员工宣泄的自我延续效应。其中, 

领导者在接收到下属宣泄后, 通过境遇改善策略能

更有效地破除员工宣泄的自我延续效应, 而注意力

转移以及情绪抑制等策略则无法起到效果。本文的

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在个体内层次, 本文控制了员工第 t 天早上的

愤怒情绪; 在个体间层次 , 本文控制了领导-成员

交换, 下属特质共情和领导者情绪智力。 

为了验证上述模型, 研究者在某石油公司位于

中国西部地区的 60 家加油站中招募了 60 名领导者

及其 120 名员工为调研对象, 采用基于时间间隔的

经验取样法连续收集了 10 个工作日的数据。最终

来自 60 名领导和 119 名员工的 1032 个匹配样本点

的数据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 

1.1  员工向领导者宣泄与员工当日愤怒情绪 

在组织情境下, 由于上下级之间固有的权力差

距和对维护领导权威的考虑, 向领导者宣泄往往会

被领导者认为是一种激烈、鲁莽、且建设性较低的

行为(Rosen et al., 2021)。但值得注意的是, 员工向

领导者宣泄具有特殊的功能意义: 它使掌握资源且

负有帮助职责的领导者意识到员工所面临的困境。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职场宣泄的概念内涵, 有必要将

其与相近概念进行区分: 首先, 虽然宣泄有时被看

作是一种“情绪化的建言” (Geddes & Callister, 2007, 

p.729), 但与建言行为存在本质区别。建言行为无

论其类型如何, 往往在内容上都具有建设性, 其形

式也不像宣泄这般激烈。其次, 宣泄和吐槽虽然都

涉及表达不满和牢骚, 但吐槽还含有调侃和戏谑的

意味(王琪琪, 王仁强, 2023), 而宣泄则是纯粹的负

面情绪表达, 不包含这种轻松诙谐的元素。 

愤怒是一种典型的特定负面情绪, 通常源于人

们 对 某 种 情 况 、 事 件 或 他 人 行 为 的 不 悦 或 不 满

(Lazarus, 1991)。传统观点认为, 愤怒情绪主要由外

部诱因引发, 特别是那些能够阻碍一个人目标实现

的、有意的外部事件(Deffenbacher, 1993; Lazarus, 

1991; Lazarus & Folkman, 1984; Rees & Friedman, 

2025; Parlamis et al., 2010)。而认知新联想理论对愤

怒情绪产生的解释却不同。该理论认为愤怒情绪的

产生不仅受到其所经历的外部事件的影响, 还受到

其与攻击性相关的认知网络的激活有关(Berkowitz, 

2012)。该理论认为, 与攻击相关的思维、情感、认

知和行为在记忆中是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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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模型 
注: ns 表示本文模型预测该策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系统。当个体表现出敌意性的行为时, 会激活这个

由攻击性想法、情绪、冲动和行为组合在一起的复

杂连接(Berkowitz, 1990; 杨丽珠 等, 2011)。认知新

联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传统的愤怒情绪产

生相关的研究, 为本文解释为何员工向领导者宣泄

会增强而非减弱员工自身的愤怒情绪提供了理论

基础。现有研究指出, 向领导者宣泄(Rosen et al., 

2021)和愤怒情绪(Niven et al., 2022)都有不可忽视

的日间个体内方差。因此, 本文尝试解释个体内层

次上员工向领导者宣泄为何会增加其当日的愤怒

情绪。 

相比于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程度较低的工作日, 

在其宣泄程度较高的工作日内, 往往伴随着员工对

已发生的负面事件、所遭遇的不利情境的进一步反

刍和认知加工(Berkowitz, 2012)。根据认知新联想

理论, 人们在对敌意情境的认知加工和反刍的过程

中 , 会 使 上 述 遭 遇 在 他 们 头 脑 里 更 加 鲜 活

(Bushman, 2002), 进 一 步 激 发攻 击性 情 绪−愤怒

(Berkowitz, 2012)。这意味着, 较高程度的向领导者

宣泄可能导致员工在当日产生更强烈的愤怒情绪。

相关实证研究也为上述论断提供了间接支持。例如, 

Baer 等(2018)发现当人们诉说不公正时, 会引发更

高水平的愤怒情绪。Martin 和 Dahlen (2005)以及

Bushman (2002)也分别发现, 反刍和诉说不利遭遇

会带来更高程度的愤怒情绪。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 1: 在个体内层次, 员工当日向领导宣泄

与员工当日愤怒情绪正相关。 

1.2  员工当日愤怒情绪与员工次日向领导者宣泄 

某种特定类型的情绪会伴随某种主导的行为

倾 向 , 最 终 驱 动 人 们 做 出 特 定 的 行 为 (Lazarus, 

1991; Roseman et al., 1994)。愤怒情绪会促使人们

进一步采取行动来移除或化解, 而非回避对其造成

伤 害 的 不 利 境 遇 (Oh & Farh, 2017; Smith & 

Ellsworth, 1987)。在一个组织中, 直接领导者不仅

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合法的权力(Wilson et al., 2010)

来帮助员工解决其目前遇到的不利境遇, 帮助下属

解决问题还是领导者角色的重要责任和要求(Yukl, 

2012; Zaccaro et al., 2001)。因此, 如果员工在某一

工作日的愤怒情绪较高, 那么他更有可能在下一个

工作日选择继续向领导者宣泄, 以期获得领导者的

关注和帮助。相反 , 在愤怒情绪较低的工作日中 , 

员工在下一个工作日向领导者宣泄的可能性相对

较低。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 2: 在个体内层次, 员工当日愤怒情绪与

员工次日向领导宣泄正相关。 

根据认知新联想理论, 攻击性行为会启动攻击

性的想法、情绪和行为倾向, 这种激活不仅使愤怒

情绪更加活跃, 还会增加个体做出进一步攻击性反

应的可能性(Bushman, 2002)。基于此, 本文预测, 

当员工在某一工作日向领导者宣泄时, 其往往会在

该工作日产生愤怒情绪, 而愤怒情绪则驱使员工在

下一个工作日继续向领导者进行宣泄, 最终呈现向

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续效应。因此, 本文提出:  

假设 3: 在个体内层次, 员工当日愤怒情绪中

介了员工当日向领导宣泄和员工次日向领导宣泄

之间的关系。 

1.3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策略的调节作用 

认知新联想理论指出, 人们可以通过情绪管理, 

即“一个人影响其会产生何种情绪, 何时产生该情

绪以及其如何经历和表达它的过程” (Gross, 1998, 

p. 275), 来抑制、增强和改变自己愤怒情绪的产生

(Berkowitz, 1993, 2012)。最近, 情绪管理的相关研

究开始从自我情绪管理拓展到人际情绪管理(Niven 

et al., 2009; Williams, 2007; 邹 艳 春  等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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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Little 等(2012)将人们针对他人的情绪管理

策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境遇改善, 指的是行

为者通过移除对目标对象造成负面情绪的因素, 进

而改善目标对象的境遇。第二种是认知调整, 指的

是行为者通过引导目标对象重新解释或者积极看

待所遇到的情况, 最终达到使外部境遇对目标对象

产生较少伤害的目的。第三种是注意力转移, 指的

是行为者帮助目标对象转移注意力, 不把注意力放

在不利遭遇上。第四种是情绪抑制, 指的是行为者

试图直接压抑目标对象的负面情绪。相比于后三

种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境遇改善是最为彻底的、最

为直接的问题解决策略 , 因为它直接移除掉造成

目 标 对 象 负 面 情 绪 的 相 关 因 素 (Lazarus, 1993; 

Little et al., 2012; Little et al., 2013)。研究指出, 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日间个体内

方差(Liu et al., 2021)。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倾听者

或接受者会塑造人们评估压力事件的方式, 并最终

影响到特定情绪的强度(Burleson, 2008; Burleson & 

Goldsmith, 1998)。由于宣泄是员工针对工作中遇到

的不利遭遇向领导者表达负面情绪, 本文主要关注

领导者在接收到下属宣泄后采取的人际情绪管理

策略。结合认知新联想理论和人际情绪管理有关文

献, 本文建立了一个宣泄者−接受者互动的理论视

角, 讨论领导者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如何影响员工

向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续效应。本文认为, 当下属

向领导者宣泄时, 领导者作为接受者采取的不同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 将会对员工在宣泄后愤怒情绪的

强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换句话说, 本文讨论何种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对缓解向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续

效应更加有效。 

员工向领导者宣泄, 往往被视为一种被相对极

端和鲁莽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重

要的问题: 一是员工在工作中遇到了阻碍他们工作

目标实现的问题, 二是员工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

这些问题。员工希望通过宣泄使领导者获知自己的

处境, 并期望领导者能够帮助自己处理遇到的工作

问题(刘德鹏 等, 2024)。当员工在某一工作日和领

导者互动时进行宣泄, 作为宣泄接受者的领导者如

果采取境遇改善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将会使员工

产生愤怒情绪的工作因素得以彻底和直接的解决

(Little et al., 2012; Little et al., 2013)。此时员工的期

望和领导者的回应之间相一致(Matta et al., 2024)。

这种一致性一方面使员工感到自己被组织和领导

者尊重, 自身的特殊需求得到回应(Bies & Moag, 

1986); 另一方面也使员工感觉之前使其遭遇麻烦

的工作情境将不会在未来对自己造成困扰 , 从而

降低不利工作遭遇对员工的负面影响(Walumbwa 

et al., 2010), 增强了员工对负面情境可控性的感知

(Roberts et al., 1994), 使得他们更少地沉迷在负面

情境与信息之中(Liu et al., 2022), 从而降低了员工

在宣泄后产生愤怒情绪的可能性及其强度。 

本文重点关注领导者在人际情绪管理中的情

境改善策略; 相较之下, 认知调整、注意力转移与

情绪抑制虽也为常见的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但当员工在某一工作日和领导者互动时进行宣泄

时, 领导者采取这些策略会让员工感觉领导者在一

定程度上避重就轻, 无法实质性地对员工的诉求和

期望进行回应(Matta et al., 2024)。员工期望和领导

回应上的不一致, 一方面会使员工感到自己不被领

导和组织重视(Bies & Moag, 1986), 另一方面也会

加剧员工对领导和组织的不信任感(Mayer et al., 

1995)。在此情况下, 员工将会预期之前对自己造成

困扰的不利遭遇不会消失, 而将会持续在未来对自

己造成困扰。同时, 他们也会持续地反刍和思考负

面的情境和信息(Liu et al., 2022)。以上都将使领导

者实施认知调整、注意力转移或者情绪抑制的人际

情绪管理策略, 无法有效降低员工在宣泄后的愤怒

情绪。换句话说, 本文预测, 领导者采取认知调整、

注意力转移或者情绪抑制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将

无法达到采取境遇改善策略那样的有效性。上述论

断得到了 Scontrino (1972)的支持, 他发现当领导违

背员工对自己行为方式的期望时, 员工将会产生负

面的态度。van den Akker 等(2009)的研究也发现, 

领导者行为与员工的期望不一致, 将会降低员工对

领导者的信任。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  

假设 4: 领导者在当日使用境遇改善的人际情

绪管理策略负向调节个体内层次员工当日向领导

宣泄和员工当日愤怒情绪之间的关系, 即领导者使

用境遇改善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程度越高, 员工当

日向领导宣泄和员工当日愤怒情绪之间在个体内

层次的正向关系越弱。 

综上所述, 根据认知新联想理论, 当员工在某一

工作日向领导者宣泄, 而领导者采取境遇改善的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时, 员工会产生较低程度的愤怒情

绪, 进而降低员工下一个工作日向领导者宣泄的可

能性。换句话说, 领导者境遇改善的人际情绪管理策

略能够有效地打破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续效

应。而当领导者采取认知调整、注意力转移和情绪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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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时, 则无法达成如境遇改善

那般有效的效果。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  

假设 5: 领导者在当日使用境遇改善的人际情

绪管理策略负向调节个体内层次员工当日向领导

宣泄—员工当日愤怒情绪—员工次日向领导宣泄

的间接效应, 即领导者使用境遇改善的人际情绪管

理策略程度越高, 员工当日向领导宣泄—员工当日

愤怒情绪—员工次日向领导宣泄在个体内层次的

正向关系越弱。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过程 

本研究采用基于间隔的经验取样法收集数据。

调研样本来自某石油公司位于西部地区分公司的

下属加油站。在征得公司高层领导者的同意和支持

后, 研究团队首先招募加油站的中基层领导者。中

基层领导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才能参与本次调研: 

第一 , 中基层领导者需要有至少两位下属; 第二 , 

中基层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需要与下属交流, 以确

保员工有机会向领导者宣泄情绪, 领导者也能够在

交往过程中对下属进行人际情绪管理。最终 60 个

加油站的 60 位领导者全部同意参与本次调研。 

本研究采取宣泄者−接受者互动视角。为了更

好地匹配该视角, 本文参照了类似研究的流程(Liu 

et al., 2017)。研究者要求 60 名领导者每人随机选

取 2 名员工参与本次调研, 最终 60 位领导者及其

120 名下属参与了研究。此后, 研究者向参加调研

的加油站领导及其下属介绍了调研的目的和程序, 

并承诺对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在充分沟通后, 研究

者分别与参与调研的领导者和员工建立了微信群, 

以方便发放调查问卷。本次调研所有问卷通过问卷

星平台发放。研究助理按照规定的时间发送问卷链

接, 参与者点击链接进行作答并提交问卷。在调研

的第一周, 领导者和员工需要分别完成基础调研问

卷 , 该问卷测量个体间 (between-person)层次的变

量, 其中, 员工报告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及特质共情

和领导成员交换, 领导报告其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情

绪智力。120 位员工和 60 位领导者都完成了基础

调研。随后, 120 位员工和 60 位领导者进入为期两

周(连续 10 个工作日)的日调研。为了降低共同方

法 偏 差 , 每 天 的 问 卷 分 成 四 个 时 点 进 行 发 放

(Gabriel et al., 2019; Podsakoff et al., 2003)。研究者

根据企业真实的工作时间制定了调研时间安排。时

点 一 测 量 员 工 早 上 愤 怒 情 绪 , 问 卷 填 答 时 间 是

9:00~11:00; 时点二测量员工向领导宣泄 , 填答时

间是 13:00~15:00; 时点三测量领导对下属的人际

情绪管理策略, 本文要求领导者首先写下参与本次

调研的每一位下属的姓名, 然后锚定与他的互动过

程, 评价当日接收到该下属宣泄后对其的人际情绪

管理情况, 问卷的填答时间是 17:00~19:00。时点四

测量员工晚上愤怒情绪和情绪缓释, 问卷的填答时

间是 21:00~24:00。其中, 员工愤怒情绪、情绪缓释

和向领导宣泄由员工报告, 领导对下属人际情绪管

理策略由领导者报告。平均来看, 时点一问卷约在

9:42 完成, 时点二问卷约在 13:57 完成, 时点三约

在 17:35 完成, 时点四约在 21:56 完成。 

本文需要匹配员工第 t+1 天的向领导宣泄数据, 

若第 t+1 天的数据缺失, 则第 t 天的数据也被剔除。

根据经验取样法数据分析最佳实践的要求, 本文仅

保留完整地完成三天及以上日调研问卷的参与者

数据(Gabriel et al., 2019)。经过数据匹配, 其中 1

位员工保留的数据少于三天而被剔除, 最终本研究

得到了来自 119 位员工和 60 位领导者的 1032 个观

测数据(平均每位员工提供 8.67 个观测数据)。119

位员工的 人 口统计学 分 布情况如 下 : 年龄 方面 , 

18.49%的员工不到 30 岁, 39.50%的员工 30~40 岁

(不包含 40 岁), 37.82%的员工 40~50 岁(不包含 50

岁), 4.20%的员工 50 岁及以上。性别方面, 24.37%

为男性员工, 75.63%为女性员工。从任期来看, 平

均在公司任期为 3.03 年(标准差为 1.51 年)。在 60

位领导者中, 11.67%的领导者不到 30 岁, 46.67%的

领导者 30~40 岁(不包含 40 岁), 36.67%的领导者

40~50 岁(不包含 50 岁), 5.00%的领导者 50 岁及以

上。43.33%为男性领导者, 56.67%为女性领导者, 

平均在公司任期为 4.68 年(标准差为 1.11 年)。 
2.2  测量 

本研究所用英文原版量表均遵循 Brislin (1986)

的翻译−回译法翻译成中文, 同时根据个体内层次

研究的需要和调研程序进行了相应改编。所有量表

均为 7 点 Likert 量表。 

向领导宣泄。本文使用来自 Rosen 等(2021)的

3 条目量表, 参与者报告他们对每个条目的同意程

度 , 包括“今天上班至此刻 , 我向领导对一个与工

作有关的问题表示愤怒”和“今天上班至此刻, 我向

领导宣泄了我对工作的负面情绪”等, 个体内 α 值

为 0.88, Omega 值为 0.88。次日向领导宣泄的个体

内 α 值为 0.88, Omega 值为 0.89。 

员工愤怒情绪(晚上)。本文使用来自 Tang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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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6)的 3 条目量表, 参与者报告他们对每个条目

的同意程度, 包括“今天, 我感到生气”和“今天, 我感

到恼火”等, 个体内 α 值为 0.94, Omega 值为 0.94。 

领导人际情绪管理。本文使用来自 Little (2012)

的 20 条目量表, 包括境遇改善、注意力转移、认知

调整、情绪抑制 4 个维度, 每个维度 5 条目。首先, 

领导者需要针对选定的两位员工并根据其与两位

员工的当天的人际互动过程填写问卷。问卷的内容

涉及领导者在下属表达负面情绪或经历困扰后, 采

用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领导者需根据以下陈述, 

评价自己的同意程度: 1)境遇改善策略, 包括“今天, 

我尝试改变对该下属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境”和“今

天 , 我试图移除该下属所面临的情境中的不利因

素”等, 个体内 α 值为 0.89, Omega 值为 0.89; 2)注

意力转移策略 , 包括“今天 , 当该下属受到某种情

形困扰时, 我把该下属的注意力转移到其它地方”

和“今天, 我把该下属和我谈话的焦点重新拉回到

其它更加吸引该下属兴趣的方面”等, 其个体内 α

值为 0.86, Omega 值为 0.86; 3)认知调整策略, 包括

“今天 , 当我想要该下属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时 , 

会让该下属更加积极地看待问题”和“今天, 我改变

该下属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情境, 从而影响该下属

的情绪”等, 其个体内 α值为 0.86, Omega 值为 0.86; 

4)情绪抑制策略 , 包括“今天 , 当该下属经历负面

情绪, 我告诉该下属不要表现出来”和“今天, 我鼓

励该下属不要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等, 其个体

内 α 值为 0.81, Omega 值为 0.81。 

控制变量。鉴于本研究强调宣泄者和接受者互

动之后员工愤怒情绪的变化, 因此本文根据经验取

样 法 研 究 设 计 的 相 关 要 求 (Gabriel et al., 2019, 

p.986)并参照类似研究(例如 Watkins et al., 2023), 

控制了员工早上的愤怒情绪。员工早上的愤怒情绪

的个体内 α 值为 0.93, Omega 值为 0.93。除此之外, 

根据研究者关于 ESM 最佳实践的建议, 本研究控

制 了 个 体 内 变 量 在 一 周 内 的 变 化 趋 势 和 周 期

(Gabriel et al., 2019): 即一周内天数、正弦和余弦。

其中, 一周内天数指周一到周五的第几天, 因为本

次调研只在工作日发放问卷。正弦和余弦根据 Liu

和 West (2016)的方法计算, 正弦 = sin (2πt/7), 余

弦 = cos (2πt/7), t 表示一周的第几天。同时, “宣泄

神话”相关文献指出, 宣泄可以有效缓解宣泄者自

身的内心苦闷, 降低行为者进一步宣泄的可能性。

为了控制排除这一替代解释的影响, 本文控制了向

领导者宣泄通过影响情绪缓释进而影响下一工作

日向领导者宣泄这一回归路径。情绪缓释量表来自

Mitchell 等(2015)的 2 条目量表, 参与者报告他们对

每个条目的同意程度, 包括“今天, 我感到平静”和

“今天, 我感到平和”。个体内 α 值为 0.90, Omega

值为 0.90。在个体间层次, 本文首先控制了下属的

特质共情。特质共情指的是一个人理解他人遭遇并

产生同情的倾向(Davis et al., 1980)。高共情特质会

使个体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意图并提高其对他人行

为的感知和解读(Simon et al., 2022), 因此拥有不

同共情特质的个体可能对领导的情绪管理策略有

不 同 的 反 应 和 接 受 度 。 下 属 特 质 共 情 量 表 来 自

Davis 等(1980)的 4 条目量表, 参与者在基础调研中

报告对每个条目的同意程度, 包括“我对他人被不

公平对待的痛苦经历感到同情”和“我被他人的痛

苦经历深深触动”等, α 值为 0.82。同时, 本研究还

控制了领导的情绪智力水平。情绪智力一般包括自

我情绪的识别和表达能力、对他人情绪的识别和表

达能力、自我情绪管理能力以及情绪运用能力等方

面(Law et al., 2004)。情绪智力能够影响领导者对下

属情绪状态的准确识别和应对能力(Mayer et al., 

2008), 因此会影响到领导者实施情绪管理的效果。

领导情绪智力量表来自 Law 等(2004)的 4 条目量表, 

本文关注的是领导者对下属宣泄过程中展示的情

绪的识别和评估能力, 因此本文只测量了其中“对

他人情绪的识别和评估能力”这一维度, 领导者在

基础调研中报告对每个条目的同意程度, 包括“我

观察別人情绪的能力很强”和“我能很敏锐地洞悉

別人的感受和情绪”等, α 值为 0.91。由于本研究主

要采取上下级互动视角, 二者之间的互动质量会影

响到该过程。因此本文还控制了能反映上下级之间

互动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这一构念。领导−成员交

换量表来自 Bauer 和 Green (1996)8 条目量表, 下属

在基础调研中报告他们对每个条目的同意程度, 包

括“我和我的上级站在同一立场”和“我的上级理解

我的工作问题和需要”等, α 值为 0.93。 

2.3  分析策略 

鉴于本文使用的是嵌套结构数据(个体内嵌套

于个体间), 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软件(Muthén & 

Muthén, 2012) 进 行 多 层 次 验 证 性 因 子 分 析

(multi-level CFA), 来检验核心变量的效度。表 1 中

的结果显示, 八因子模型拟合得最好: χ2 = 1626.35, 

df = 800, χ2/df = 2.03 (< 5), RMSEA = 0.03 (< 0.08), 

CFI = 0.96 (> 0.9), TLI = 0.95 (> 0.9), 个体内

SRMR = 0.03 (< 0.08), 个体间 SRMR = 0.03 (<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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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多层次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f χ2/df Δχ2(Δdf) RMSEA CFI TLI SRMR 个体内 SRMR 个体间

1.八因子模型 : V, A, C, VN, 
LSIT, LATT, LCOG, LRES 

1626.35 800 2.03 — 0.03 0.96 0.95 0.03 0.03 

2.七 因 子 模 型 : V, A+C, VN, 
LSIT, LATT, LCOG, LRES 

3067.79 814 3.77 1441.44(14) 0.05 0.88 0.86 0.05 0.07 

3.六 因 子 模 型 : V, A+C, VN, 
LSIT+ LATT, LCOG, LRES 

5336.96 826 6.46 3710.61(26) 0.07 0.76 0.63 0.09 0.07 

4. 五 因 子 模 型 : V+A+C, VN, 
LSIT+ LATT, LCOG, LRES 

7202.21 836 8.62 5575.86(36) 0.09 0.66 0.62 0.10 0.08 

5.四 因 子 模 型 : V, A+C, VN, 
LSIT+ LATT+LCOG+LRES 

9891.28 844 11.72 8264.93(44) 0.10 0.52 0.47 0.11 0.13 

6. 三 因 子 模 型 : V+A+C, VN, 
LSIT+ LATT+LCOG+LRES 

11637.60 850 13.69 10011.25(50) 0.11 0.43 0.37 0.12 0.13 

7. 二 因 子 模 型 : V+A+C+VN, 
LSIT+ LATT+LCOG+LRES 

12926.71 854 15.14 11300.36(54) 0.12 0.36 0.30 0.13 0.13 

注: 样本量 N 个 体 内 = 1032, N 个 体 间 -员 工 = 119, N 个 体 间 -领 导 = 60。V = 向领导宣泄, A = 愤怒情绪(晚上), C = 情绪缓释(晚上), VN = 次

日向领导宣泄, LST = 境遇改善, LATT = 注意力转移, LCOG = 认知调整, LRES = 情绪抑制。Δχ2(Δdf)均为与八因子模型比较。

p < 0.001。  

 

本文采用多层次路径分析方法(Preacher et al., 

2010)检验研究假设, 首先需要计算相关变量的个

体 内 方 差 、 个 体 间 方 差 和 个 体 内 方 差 的 占 比

(Podsakoff et al., 2019), 以及个体内变量的 ICC (1)

值(Kim et al., 2023), 结果如表 2 所示。个体内变量

的 ICC (1)结果为: 向领导宣泄 ICC (1) = 0.59, 

F(118, 913) = 12.67, p = 0.00; 愤怒情绪(晚上)ICC 

(1) = 0.65, F(118, 913) = 16.92, p = 0.00; 次日向领导

宣泄 ICC (1) = 0.62, F(118, 913) = 14.27, p = 0.00; 

境遇改善 ICC (1) = 0.65, F(118, 913) = 17.14, p = 

0.00; 注意力转移 ICC (1) = 0.75, F(118, 913) = 27.59, 

p = 0.00; 认知调整 ICC (1) = 0.68, F(118, 913) = 

20.16, p = 0.00; 情绪抑制 ICC (1) = 0.87, F(118, 

913) = 60.01, p = 0.00; 愤怒情绪(早上)ICC (1) = 

0.59, F(118, 913) = 13.40, p = 0.00; 情绪缓释(晚

上)ICC (1) = 0.68, F(118, 913) = 19.59, p = 0.00。向 
 

领导宣泄、愤怒情绪(晚上)、次日向领导宣泄、境

遇改善、注意力转移、认知调整、情绪抑制、愤怒

情绪(早上)、情绪缓释(晚上)的个体内层次方差占

比分别为 42.80%、35.57%、39.61%、35.83%、

25.00%、31.76%、12.87%、41.18%、32.43%, 具有

显著个体内层次方差, 可以做多层次路径分析。 

3  结果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在

个体内层次, 向领导宣泄与员工愤怒情绪(晚上)有

显著正相关关系(r = 0.18, p < 0.001), 愤怒情绪(晚

上)与次日向领导宣泄(r = 0.23, p < 0.001)有显著正

相关关系。 

表 4 报告了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4 模型

2 所示, 向领导宣泄对愤怒情绪(晚上)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B = 0.12, SE = 0.02, p = 0.00), 假设 1 得到 

表 2  变量的个体内方差占比 

变量 个体内方差(σ2) 个体间方差(τ00) 个体内方差占比(σ2/(σ2+τ00)) ICC (1) 

1.向领导宣泄 1.10 1.47 42.80% 0.59 

2.愤怒情绪(晚上) 0.69 1.25 35.57% 0.65 

3.次日向领导宣泄 1.01 1.54 39.61% 0.62 

4.境遇改善 0.43 0.77 35.83% 0.65 

5.注意力转移 0.19 0.57 25.00% 0.75 

6.认知调整 0.27 0.58 31.76% 0.68 

7.情绪抑制 0.48 3.25 12.87% 0.87 

8.愤怒情绪(早上) 0.84 1.20 41.18% 0.59 

9.情绪缓释(晚上) 0.60 1.25 32.43% 0.68 

注: 样本量 N 个体内 = 1032, N 个体间-员工 = 119, N 个体间-领导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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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个体内水平                             

1.向领导宣泄 2.60 1.60 (0.88) 0.81*** 0.99*** −0.23* −0.26** −0.18 −0.07 0.76*** 0.00 −0.07 −0.03 −0.05

2. 愤 怒 情 绪

(晚上) 

2.15 1.39 0.18*** (0.94) 0.80 −0.18* −0.23* −0.10 −0.06 0.89*** −0.15*** −0.23* −0.04 −0.08

3.次日向领导

宣泄 

2.55 1.59 0.07* 0.23*** (0.88) −0.20* −0.25** −0.15 −0.03 0.76*** −0.01 −0.06 −0.02 −0.07

4.境遇改善 5.93 1.10 0.01 0.03 0.01 (0.89) 0.90*** 0.92*** 0.32*** −0.18 0.21*** 0.07 0.38*** 0.52***

5.注意力转移 6.11 0.88 0.04 0.05 0.03 0.40*** (0.86) 0.92*** 0.32*** −0.21* 0.19*** 0.11 0.44*** 0.51***

6.认知调整 6.04 0.93 0.02 −0.02 −0.04 0.11*** 0.38*** (0.86) 0.34*** −0.12 0.18*** 0.05 0.41*** 0.48***

7.情绪抑制 4.45 1.94 0.04 −0.02 0.02 0.03 0.14*** 0.14*** (0.81) −0.07 0.12*** −0.06 0.24** 0.22 

8. 愤 怒 情 绪

(早上) 

2.13 1.42 0.21*** 0.21*** 0.19*** 0.02 0.01 −0.00 −0.00 (0.93) −0.15*** −0.17 −0.00 −0.01

9. 情 绪 缓 释

(晚上) 

5.57 1.37 −0.02 −0.07* −0.02 0.03 0.00 0.01 −0.01 −0.00 (0.90) 0.44*** 0.17*** 0.24***

个体间水平                             

10. 领 导 成 员

交换 

5.59 1.08                   (0.93) 0.12 0.14 

11. 下 属 特 质

共情 

6.20 0.80                     (0.82) 0.66***

12. 领 导 情 绪

智力 

5.59 1.02                       (0.91)

注: 样本量 N 个体内 = 1032, N 个体间-员工 = 119, N 个体间-领导 = 60。个体内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个体内变量组内均值中心化之后的相关性。个

体间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个体内变量聚合到个体间之后与其它个体间变量的相关性。对角线以上为个体间水平的相关性系数, 对角线

以下为个体内水平的相关性系数。*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支持。如表 4 模型 15 所示, 愤怒情绪(晚上)对次日

向领导宣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 = 0.27, SE = 0.04, 

p = 0.00), 愤怒情绪(晚上)对当日向领导宣泄与次

日向领导宣泄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B = 0.03, 

SE = 0.01, p = 0.00), 使用 R 4.3.1 软件采用蒙特卡

洛方法基于 20, 000 次参数抽样估算中介效应, 得

到 95%置信区间为[0.02, 0.05], 假设 2 和 3 被支持。

本文将领导者的四种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在数据分

析中进行了两种处理: 一是分段回归以单独检验每

种人际情绪管理策略的调节作用, 二是同时回归以

综合检验四种人际情绪管理策略的调节作用。结果

如表 4 模型 3 和模型 5 所示, 在分段回归中, 境遇

改善策略(B = −0.13, SE = 0.04, p = 0.00)和认知调

整策略(B = −0.15, SE = 0.06, p = 0.02)都具有显著

的负向调节效应, 说明两种策略单独使用时都能缓

解员工向领导宣泄导致其愤怒情绪的效应。然而考

虑到实际管理工作中的复杂性, 领导者很可能需要

同时使用多种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因此, 本文同时

将四种策略进行调节回归以检验领导者综合使用

四种策略时的作用。结果如表 4 模型 7 所示, 只有

境遇改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对员工向领导宣泄和愤怒

情绪(晚上)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B  = 

−0.11, SE = 0.05, p = 0.03), 说明在复杂的管理工作

中, 相比于其他策略, 领导者降低员工愤怒情绪更

有效的策略是改善员工当前的境遇。境遇改善策略

调节效应和简单斜率分析如图 2 所示, 领导者使用

境遇改善策略程度较高时 , 员工宣泄与愤怒情绪

(晚上)间关系不显著(slope = −0.01, SE = 0.06, p = 

0.86)。相反, 领导者使用境遇改善策略程度较低时, 

员工向领导宣泄与愤怒情绪(晚上)间关系显著为正

(slope = 0.24, SE = 0.06, p = 0.00)。两者差异显著(d = 

−0.25, SE = 0.11, p = 0.03), 假设 4 得到支持。如表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所示, 当领导者使用

境遇改善策略程度较低时, 员工向领导宣泄通过愤

怒情绪(晚上)影响次日向领导宣泄的间接效应显著

为正(B = 0.06, SE = 0.02, p = 0.00), 95%置信区间为

[0.03, 0.10], 不包含 0。当领导者使用境遇改善策略

程度较高时, 向领导宣泄通过愤怒情绪(晚上)影响

次日向领导宣泄的间接效应不显著(B = −0.00, SE = 

0.02, p = 0.86), 95%置信区间为[−0.0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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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境遇改善对向领导宣泄与愤怒情绪间关系的调节

作用 
 

包含 0。并且, 二者差异显著(B = −0.07, SE = 0.03, p = 

0.03), 95%置信区间为[−0.13, −0.006], 不包含 0。

因此, 假设 5 得到支持。如表 4 模型 9 所示, 向领

导宣泄对情绪缓释(晚上)没有显著影响(B = −0.01, 

SE = 0.02, p = 0.54), 如表 4 模型 15 所示, 情绪缓释

(晚上)对次日向领导宣泄没有显著影响(B = −0.01, 

SE = 0.04, p = 0.78)。如表 4 模型 10 和模型 14 所示, 

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综合使用四种人际情绪管理

策略, 境遇改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对员工向领导宣

泄和情绪缓释(晚上)间的关系都没有显著调节作用

(单独使用: B = −0.02, SE = 0.04, p = 0.58; 综合使

用: B = 0.02, SE = 0.05, p = 0.62)。 

4  补充实验和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宣泄行为和愤怒情绪之间的因

果关系, 本研究进行了一个补充的实验和分析, 旨

在通过实验操纵方法, 考察职场宣泄对个体愤怒情

绪的影响。具体而言, 通过在实验室情境下模拟职

场的问题场景, 并控制事件本身引发的基线愤怒水

平, 本研究试图厘清宣泄行为是否会影响个体的愤

怒情绪。这一研究设计不仅有助于确立宣泄与愤怒

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能排除混淆变量的影响。 

4.1  样本和过程 

由于本研究是首次采用这一操纵, 本研究假设

其效应量为中等水平, 即 Cohen’s d = 0.5 (Richard 

et al., 2003)。根据 Cohen’s d = 0.5, α = 0.05 (双尾检

验)和 power = 80%的效应量的条件, 统计检验力分

析表明本研究需要招募 128 名参与者。本研究通过

问卷星平台招募国内在职工作者参与这次实验, 最

终收到 134 份有效问卷, 包括 68 份实验组有效问卷

和 66 份控制组有效问卷。在这 134 位参与者中, 

39.55%为男性, 94.03%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平均

年龄为 34.46 (SD = 6.13)。 

在正式开始实验前, 研究人员向所有参与者详

细说明了实验目的、程序和可能的风险, 并告知他

们有权随时退出实验且不会受到任何负面影响。所

有参与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获得上海

财经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 2014000268- 

202501)。实验采用情境模拟的方法, 首先, 在实验

的第一阶段, 每位参与者需要阅读一系列关于 BM

公司的情景材料并想象他们是 BM 公司的项目管理

工程师。情境材料详细描述了公司背景、项目具体

内容以及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体而言, 

参与者需要处理研发部未按时完成设计优化导致

生产延迟, 以及生产部试产时发现质量问题需要返

工等挑战。在项目例会中, 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将项

目延期的责任归咎于参与者的协调不力(具体细节

见网络版附录内容)。参与者阅读完情境材料后, 报

告了此时的愤怒情绪, 以评估其由负面事件催生的

基线愤怒水平。在实验的第二阶段, 参与者被随机

分配到实验组(宣泄组)和控制组。在实验组, 参与

者按照以下引导语完成任务:  

请想象你正在向领导表达你的情绪和想法, 你

可以完全敞开心扉, 毫无保留地说出你对项目延期

的看法, 以及你对研发部和生产部在项目中表现的

负面情绪和想法。请至少写出三条具体的内容宣泄

你的情绪或不满。 

在控制组, 参与者则按照以下引导语完成任务:  

请回顾你在项目中的具体工作内容和项目进

展情况。请至少写出三条具体的任务或工作内容, 

并确保你的书写内容专注于客观的工作描述。 

本研究限制每位参与者至少花费 2 分钟时间完

成这一任务。任务完成后, 参与者需要再次报告他

们此时的愤怒情绪水平。 

4.2  测量量表 

操纵检验。为评估宣泄的操纵有效性, 本研究

邀请了 3 名经过培训的本科生作为独立评分员, 采

用 Rosen 等人(2021)开发的职场宣泄量表对参与者

的写作内容进行编码。在正式编码前, 本研究作者

对 3 名评分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研究者向评分员详

细说明了职场宣泄的定义, 并提供了职场宣泄的量

表 , 并确定了具体评分标准。Cronbach’s α 值为

0.98~1。评分员间的评分具有较高的一致性(median 

rwg = 1, mean rwg = 0.76, ICC[1] = 0.87, F(133, 268) = 

20.94, p < 0.001), 因此本研究将三位评分员的评分

取 平 均 值 作 为 每 位 参 与 者 的 宣 泄 水 平 指 标 。

ANOVA 检验结果显示, 实验组宣泄水平(M = 6.29, 

SD = 1.37)显著高于控制组宣泄水平(M = 1.05, 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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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F(1, 131) = 3070.39, p < 0.001。因此, 本研究

宣泄操纵成功。 

愤怒情绪。愤怒情绪测量量表与本文主研究使

用量表一致。第一阶段的愤怒情绪的 Cronbach’s α 为

0.81, 第二阶段的愤怒情绪的 Cronbach’s α 为 0.91。 

4.3  假设检验 

本研究旨在探讨职场宣泄对愤怒情绪的影响, 

同时控制由负面事件产生的基线愤怒水平 (协变

量)。ANCOVA 的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基线愤怒水

平后, 宣泄操纵对愤怒情绪的总体显著影响, F(1, 

131) = 6.15, p < 0.05。此外, 调整后均值的比较表

明, 在控制了基线愤怒水平后, 实验组的调整后愤

怒均值水平(EM = 5.95, SE = 0.12)显著高于控制组

(EM = 5.52, SE = 0.12), t(131) = 2.53, p = 0.02。因此, 

假设 1 得到支持。 

5  讨论 

5.1  理论贡献 

本文对宣泄相关文献具有以下三点重要贡献。

首先, 相较于现有文献提出的情绪宣泄自我消减效

应, 本研究指出了一条不同路径, 即员工向领导者

宣泄还可能会出现自我延续效应。因此, 本研究进

一步补充和丰富了现有文献对宣泄可能带来何种

结果的认识。具体来讲, 现有的研究主要指出员工

向领导者进行宣泄对领导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 

接收到下属宣泄使领导者产生威胁评估、一般负面

情绪(Rosen et al., 2021)、个人悲伤(Gabriel et al., 

2025)以及自我耗竭(刘德鹏  等 , 2024), 并最终导

致领导者做出负面领导行为(Rosen et al., 2021; 刘

德鹏 等, 2024)。同时, 传统宣泄理论认为宣泄行为

存在着积极作用 , 如宣泄缓解负面情绪(Breuer & 

Freud, 1957; Parlamis, 2012)以及使领导者知悉自己

的不利处境等(Geddes & Callister, 2007), 却较少讨

论向领导者宣泄对员工自身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发

现的向领导者宣泄自我延续效应表明, 向领导者宣

泄这一行为, 不仅可能损害领导者, 还可能对员工

自身产生负面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视

角对向领导者宣泄可能的负面效应范围的认识。其

次, 向领导者宣泄的相关研究在早期主要将领导者

作为被动的宣泄接受者(Rosen et al., 2021)。近期, 

刘德鹏等(2024)开始将领导者看作是具有主观能动

性的接受者 , 认为通过将下属宣泄视为学习机会 , 

可以有效降低下属宣泄对领导者自身带来的负面

影响。本文进一步拓展了领导者作为接受者的主观

能动性的相关研究, 将领导者作为宣泄接受者的主

观能动性的认识从管理自我方面拓展到管理他人

上。正如文中所述, 领导者通过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尤其是境遇改善, 可以帮助员工打破向领导者宣泄

的自我延续效应。最后, 现有关于向领导者宣泄的

相关研究要么从单一的宣泄者视角出发, 讨论宣泄

会给宣泄者带来什么影响(Brown et al., 2005; Lohr 

et al., 2007); 要么从单一的接受者视角出发, 讨论

接受者如何评估宣泄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情绪和行

为反应(刘德鹏 等, 2024; Rosen et al., 2021)。本文

则通过采用宣泄者(员工)−接受者(领导者)互动的

视角, 讨论了员工向领导者情绪宣泄和领导者人际

情绪管理互动的过程如何塑造了员工的愤怒情绪

以及员工次日向领导者继续宣泄。该互动视角强调

了领导者作为宣泄接受者, 如何通过境遇改善的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打破员工向领导宣泄的自我延续

效应。宣泄者−接受者互动视角的提出, 为宣泄相

关文献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对领导者如何使用人际情绪管理策略打

破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的自我延续效应的讨论, 还具

有以下两个重要的贡献。首先, 本文通过整合认知

新联想理论和人际情绪管理文献, 拓展了认知新联

想理论的应用边界(Berkowitz, 1993, 2012)。认知新

联想理论指出个体如何通过多种类型的自我管理

策略来管理由敌意的行为和意图带来的愤怒情绪, 

这 些 策 略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处 理 导 致 痛 苦 的 来 源

(Leventhal et al., 1998)、认知调整(Deffenbacher et al., 

1994)以及注意力调整(Berkowitz & Troccoli, 1990)

等。本文发现, 作为宣泄接受者的领导者可以通过

境遇改善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有效降低由员工宣

泄带来的一系列后续负面反应。本文揭示了除了行

为主体(员工)的自我调节之外, 他人(领导者)的介

入也能对认知联想过程产生积极影响。这种理论拓

展不仅丰富了认知新联想理论的内涵, 还为理解情

绪调节的社会互动维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另外, 

现有研究主要将人际情绪管理策略作为自变量, 讨

论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如何直接塑造了人们的积极

或 消 极 情 绪 以 及 人 际 间 关 系 (Little et al., 2013; 

Little et al., 2016)。不同于以往研究, 本文发现当员

工向领导者进行宣泄时, 领导者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作为员工负面情绪表达的回应, 可以有效地塑造员

工宣泄之后的特定情绪(愤怒)及其接下来的行为。

因此, 本文丰富了人际情绪管理研究的情境, 回应

了 Gabriel 等(2023, p.536)关注人际情绪管理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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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 

5.2  实践启示 

受“宣泄神话”的影响, 当今很多企业往往将鼓

励员工对负面情绪进行宣泄来释放压力作为重要

的管理措施(詹鋆 等, 2020)。然而, 本研究却发现, 

员工向领导者宣泄并不会缓解员工的负面情绪, 反

而使他们更加愤怒, 最终导致他们在次日继续向领

导者宣泄。因此, 本文对组织及其领导者的第一个

警示是需要重新审视组织对员工宣泄的鼓励, 尤其

是员工向领导者宣泄。鼓励员工向领导者宣泄可能

无法达成想要的效果, 反而可能激发员工更强的愤

怒情绪, 并形成宣泄延续现象。同时, 企业应当及

时发现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的征兆, 建立早期预警机

制, 及时识别和干预员工向领导者宣泄的行为。放

任发展可能导致问题的恶化和扩大。当今, 很多人

工智能工具已经具备了识别员工负面情绪的功能

(Raveendhran & Fast, 2021)。因此, 在人工智能和

算法工具的辅助下 , 组织及时发现员工的负面情

绪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些技术手段可以

帮助组织更早地发现员工的负面情绪 , 从而做到

预防性干预。 

除此之外, 本研究还对组织及其管理者选择何

种类型的人际情绪管理措施, 应对员工宣泄的挑战

具有一定启示。面对下属的宣泄, 领导者应当及时

采取境遇改善, 而非注意力转移和情绪抑制的人际

情绪管理策略。对领导者来讲, 在接收到下属宣泄

后有效实施境遇改善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 一方面

领导者需能够抵御内心对下属宣泄的威胁评估倾

向 , 并将其看作是一种改进工作效果的学习机会

(刘德鹏 等, 2024), 从而用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面

对下属的宣泄。另一方面, 领导者还应当掌握沟通

技巧 , 引导员工从单纯的负面情绪宣泄平静下来 , 

使他们更加客观地描述自己遇到的工作问题, 并在

此基础上采取有效的人际情绪管理措施着手改善

其不利境遇, 移除其所遭遇的不利因素。对组织来

讲, 为了有效应对员工宣泄带来的挑战, 组织应当

着手对领导者进行人际情绪管理培训。具体来讲, 

组织可以通过专家讲授等方式使领导者熟悉、掌握

并区分不同的人际情绪管理策略。在此基础上, 组

织可以在领导力培训中加入下属宣泄和相关的场

景模拟训练以及角色扮演等, 使领导者能够深刻体

会不同人际情绪管理措施可能带来的差异性效果, 

并引导他们在遇到下属宣泄时采用境遇改善的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 本文发现当领导者采用境遇改善的人际

情绪管理策略时, 能够有效降低下属在次日继续向

领导者宣泄。而采取注意力转移以及情绪抑制的人

际情绪管理策略时, 则无法达成如境遇改善策略那

样的效果。本文猜测上述效应可能是由于后两种策

略无法有效匹配下属的期望而导致的。然而, 鉴于

篇幅以及研究设计所限, 本文无法验证上述猜测。

另外, 领导者采取认知调整的策略时, 单独策略的

调节作用结果和综合考虑四种策略的调节作用结

果不一致。因此, 本文呼吁未来研究进一步设计更

加精细的研究并深入挖掘导致不同人际情绪管理

策略效果差异性的内在机制。 

第二, 本文的研究样本来自于中国西部地区的

石油公司, 研究情境是加油站中上下级互动。虽然

在该研究样本和情境下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支持, 

但是研究样本和情境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和普适性。一方面, 

石油公司属于大型国企。另一方面, 在加油站这种

类型的组织中 , 除了站长之外 , 其余的都是合同

工。在该公司中 , 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比较高。根据 Farh 等(2007)的研究, 高权

力距离下的员工因为对权威人物的强烈尊重, 在对

其表现和贡献方面的评价和感知可能不太依赖互

惠规范。这意味着在本文的研究情境中, 境遇改善

等人际情绪管理策略的效果可能被低估了。而在权

力距离较低的组织中, 这些策略可能会表现出更强

的效果。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本研究在高权力距离

组织(大型国企)和领导−员工地位差距显著(站长与

合同工)的情境下仍然发现了境遇改善策略的显著

效果, 这实际上是对本文假设的一个更为严格的检

验。因此, 这种特殊的组织情境不仅不是简单的局

限性, 反而可能增强了本文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当

然, 本文仍然呼吁未来研究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中检

验这一理论框架, 以全面了解权力距离和组织类型

对人际情绪管理策略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第三, 除了如本文所讨论的下属当日向领导者

宣泄影响次日向领导者宣泄的延续之外, 未来研究

还可以使用潜变量增长模型检测下属向领导者宣

泄在 10 个工作日内自身是呈现下降还是增长趋势

(Bliese & Ployhart, 2002; Zhang et al., 2023)。在此

基础之上, 未来研究还可以讨论这种下降或者增长

趋势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例如, 员工向领导者宣

泄的初始值高低是否会影响到其趋势？领导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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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间层次的变量如情绪智力水平以及个体内变量

如使用某种人际间情绪管理策略是否可以影响到

该趋势的强度等。本文认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将深

化现有文献对宣泄这一现象的理解, 并成为非常有

价值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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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ee venting is a significant and prevalent challenge in modern workplace. Although many employees 

vent to alleviate dissatisfac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s, some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this practice may not 

resolve naturally; instead, it could lead to emotional disorders.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not 

adequately explained this phenomenon. Furthermore, although employees (venters) often expect leaders 

(recipients) to resolve their issues, some scholars have noted that leaders may not only fail to help but could also 

worsen the situation. This problem may stem from the tendency of previous research to focus exclusively on 

either the venter or the recipient, overlook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leaders could proactively use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strategies during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employees.  

    This study adopts a venter−recipient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to explain why employee venting is 

self-maintaining and how leaders can mitigate this effect using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focused on situation modification. Drawing on cognitive neoassociation theory, we propose that anger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employee venting and subsequent venting. We hypothesize that when leaders use 

situation modification, this indirect effect of daily venting on subsequent venting through anger will be reduced. 

Conversely, oth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e., attentional deployment, cognitive change, and 

modulating the emotional response) are not expected to be as effective as situation modification in attenuating 

this self-maintaining cycle.  

    To test our theoretical model, we employed an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design. We collected data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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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nsecutive workdays, which extended our understanding of venter-recipient interactions in a real-world 

setting. Our sample included 119 subordinates and their 60 supervisors (resulting in 1032 matched observations) 

from a petroleum company in China.  

    Our research mak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on venting and related fields. First, although 

some employees and scholars believe that venting relieves negative emotions, our study identifies a parallel path 

by demonstrating that venting to leaders can be self-maintaining. Second, unlike previous studies that have 

focused solely on the venter or recipient, our research adopts a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This approach 

highlights the proactive role leaders can play by using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o attenuate 

the self-maintaining effect of employee venting. Third, where past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al regulation on individual emotions and relationships, our study reveals that leader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can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ting and employees’ subsequent 

reactions. This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se strategies.  

    Fo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enting to leaders is not a fleeting issue but rather 

produces a self-maintaining effect.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should address this promptly by 

implement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Specifically, managers should be trained to use situation modification, as 

our research shows it is more effective in attenuating this self-maintaining cycle than other strategies. 

Keywords  venting, ang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elf-maintai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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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量表:  

员工愤怒情绪(早上) 
请根据您此刻的实际情况, 评价下列形容词在多大

程度上能表达您当前的感觉。 

1=非常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有点不符合 4=很

难说 5=有点符合 6=比较符合 7=非常符合 

1.生气的 

2.恼火的 

3.恼怒的 

 

向领导宣泄 
请根据您今天上班至此刻与您的上级的互动情况 , 

选择您对以下陈述的同意程度。 

1=非常不同意 2=比较不同意 3=有点不同意 4=很

难说 5=有点同意 6=比较同意 7=非常同意 

1. 今天上班至此刻 , 我就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向上

级表示了愤怒 

2. 今天上班至此刻 , 我对上级发泄了我对工作的

负面情绪 

3. 今天上班至此刻 , 我对上级表达了我对工作的

负面感受 

 

领导人际情绪管理 
今天, 在您的下属(…)向您表达了其所经历的不好

的事情或负面情绪之后, 您可能会采取以下策略来帮其

应对。请评价您对以下陈述的同意程度。 

1=非常不同意 2=比较不同意 3=有点不同意 4=很难

说 5=有点同意 6=比较同意 7=非常同意 

境遇改善 
1. 我尝试改变对该下属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境 

2. 我计划移除该下属所面临的情境中的不利因素 

3. 我消除正在对该下属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境因素 

4. 我改变导致该下属产生负面情绪的情境 

5. 我采取行动来解决该下属遇到的问题 

注意力转移 
1. 当该下属受到某种情形困扰时 , 我把该下属的

注意力转移到其它地方 

2. 我把该下属和我谈话的焦点重新拉回到其它更

加吸引该下属兴趣的方面 

3. 我把该下属的注意力从导致该下属产生不好情

绪的地方转移开 

4. 当该下属面临不愉快的事情 , 我和该下属讨论

积极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5. 当我觉得某种情形会导致该下属产生负面情绪, 

想办法让该下属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上面 

认知调整 
1. 当我想要该下属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时 , 会让

该下属更加积极地看待问题 

2. 我改变该下属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情境 , 从而

影响该下属的情绪 

3. 当我想要该下属产生更少的消极情绪时 , 会改

变该下属所处情境的意义 

4. 当我想要该下属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时 , 会改

变该下属所处情境的意义 

5. 当我想要该下属产生更少的消极情绪时 , 会让

该下属更加积极地看待问题 

情绪抑制 
1. 当该下属经历负面情绪 , 我告诉该下属不要表

现出来 

2. 我鼓励该下属不要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 

3. 当该下属向我抱怨某个问题时 , 我告诉该下属

停止抱怨 

4. 当该下属正在经历负面情绪时 , 我建议该下属

采取一些策略来压抑这些情绪 

5. 我鼓励该下属不要表达自己的情绪 

 

员工愤怒情绪(晚上) 
请根据您今天的实际情况, 评价下列形容词在多大

程度上能表达您当前的感觉。 

1=非常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有点不符合 4=很

难说 5=有点符合 6=比较符合 7=非常符合 

1. 今天, 我感觉生气的 

2. 今天, 我感觉恼火的 

3. 今天, 我感觉恼怒的 

 

员工情绪缓释(晚上) 
请根据您今天的实际情况, 评价下列形容词在多大

程度上能表达您当前的感觉。 

1=非常不符合 2=比较不符合 3=有点不符合 4=很

难说 5=有点符合 6=比较符合 7=非常符合 

2. 今天, 我感觉平静的 

3. 今天, 我感觉平和的 

 

领导-成员交换 
请根据您的真实感受 , 评价您对以下陈述的同意

程度。 

1=非常不同意 2=比较不同意 3=有点不同意 4=很

难说 5=有点同意 6=比较同意 7=非常同意 

1. 我和我的上级站在同一立场 

2. 我的上级很满意我和他/她站在同一立场 

3. 我的上级理解我的工作问题和需要 

4. 我的上级知道我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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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 论 我 的 上 级 在 其 职 位 上 建 立 了 多 少 正 式 的

权威 , 他 /她都会 利用他 /她的 权力来帮我 解决工作 中

的问题  

6. 不论我的上级有多少正式的权威, 他/她都愿意

付出代价来保我 

7. 我对我的上级有信心 , 即使他 /她不在场 , 我也

会为他/她的决定辩护 

8. 我和我的上级关系很好 

  

员工特质共情 
请根据您的真实感受, 评价对以下陈述的同意程度。 

1=完全不同意 2=基本不同意 3=有点不同意 4=很

难说 5=有点同意 6=基本同意 7=完全同意 

1. 我对他人被不公平对待的痛苦经历感到同情 

2. 我被他人的痛苦经历深深触动 

3. 当有人被别人占了便宜, 我对他/她有保护欲 

4. 看到他人遇到不幸的事, 我对他/她有温情和关

怀的感受 

 

领导情绪智力 
请您根据自己实际感受和体会, 选择您觉得最符合

您真实情况的数字来反映您对以下描述的同意程度 

1=非常不同意 2=比较不同意 3=有点不同意 4=很

难说 5=有点同意 6=比较同意 7=非常同意 

1. 我通常能从朋友的行为中猜到他们的情绪 

2. 我观察別人情绪的能力很强 

3. 我能很敏锐地洞悉別人的感受和情绪 

4. 我很了解身边人的情绪 

 

实验材料:  

公司背景: BM 公司是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公司 , 

主要客户是国内外知名汽车制造商。公司内部采用矩阵

式管理结构, 不同部门之间需要密切协作以完成项目。

你是 BM 公司的项目管理工程师, 负责日常的项目进度

追踪管理和跨部门组织协调工作。 

项目背景: 最近, 你负责的一个重要项目是“A 系

列新型刹车片”的开发与生产任务。这个项目是 BM 公司

今年的重点项目之一, 目标是为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

发一款高性能刹车片, 满足其新车型的需求。项目周期

为 6 个月, 涉及研发部和生产部的密切合作。项目内容

主要包括了研发和生产阶段, 其中研发部负责设计刹车

片的初步方案, 并进行多轮优化, 确保设计符合客户的

性能要求。生产部根据研发部的设计方案启动试生产 , 

并进行质量检测。作为“A 系列新型刹车片”项目管理工

程师, 你的职责是: 1.制定项目进度表, 确保各部门按时

完成任务。2.组织跨部门会议, 协调研发部和生产部之间

的工作。3.及时发现并解决项目中的问题, 确保项目按时

交付。 

出现的问题 :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 你遇到了以下

问题 :  

 研发部的问题 : 研发部未能按时完成设计图

纸的优化工作, 导致生产环节的启动被迫推迟。研发部

负责人解释说, 设计优化过程中遇到了技术难题, 但并

未提前告知你, 导致你无法及时调整项目进度。 

 生产部的问题: 生产部在试生产阶段发现了质

量问题, 部分刹车片的性能未能达到客户要求, 导致试

生产被迫中断并返工。生产部负责人表示, 问题可能与

研发部提供的设计方案有关, 但并未提供具体的改进建

议, 导致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由于研发部和生产部的问题 , 项目进度严重延期 , 

客户多次催促交付时间, 你承受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在

最近的一次项目管理例会上, 与会人员对项目的延期表

达了强烈不满, 并要求你解释原因。当你试图阐述研发

部和生产部的问题时, 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不仅没有承

认问题 , 反而将责任推卸到你身上 , 指责你协调不力 , 
导致项目延期。 

 
宣泄组任务:  

请想象你正在向领导表达你的情绪和想法, 你可以

完全敞开心扉 , 毫无保留地说出你对项目延期的看法 , 

以及你对研发部和生产部在项目中表现的意见。请至少

写出三条具体的内容宣泄你的情绪或不满。以下是一些

可以帮助你表达的提示:  

你认为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对研发部和生产部在项目中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你对研发部和生产部负责人推卸责任的行为有什

么感受？ 

例如: “研发部和生产部的问题导致项目延期, 但他

们却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这让我非常愤怒！我觉得我是冤

枉的, 我已经尽力协调了, 但他们根本不听我的安排。” 

控制组任务:  

请回顾你在项目中的具体工作内容和项目进展情

况。请至少写出三条具体的任务或工作内容, 并确保你

的书写内容专注于客观的工作描述。以下是一些可以帮

助你回顾的提示:  

项目主要的内容和目标是什么？ 

你在项目中负责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项目有哪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是如何安排的？ 

例如: “我们的项目是关于“A 系列新型刹车片”的

开发与生产任务, 这是 BM 公司今年的重点任务。” 
 


